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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服务业作为中国现代产业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对中国经济结构调整和产业升级具有战略

意义。
 

以 2013—2022 年 286 个城市为研究样本, 基于 “创造性毁灭” 理论, 构建包含数字技术的多部门

熊彼特内生增长模型, 分析数字技术影响服务业转型升级的效应及其机制。 研究发现, 数字技术可以

促进服务业转型升级; 数字技术可以通过提升技术扩散效应和服务业集聚效应, 进而推动服务业转型

升级。 异质性分析结果表明, 在高数字创新要素、 高基础设施和高金融发展水平的区域, 数字技术存

在促进作用。 进一步采用动态空间杜宾模型研究发现, 数字技术与服务业转型升级均存在空间集聚性,
且数字技术会对邻近地区产生空间溢出效应; 另外, 服务业转型升级具有时空上的惯性效应和扩散效

应。 研究的政策启示在于, 各地区在加快数字技术发展和实施更加积极的外部环境的同时, 应当注重

强化数字技术的技术扩散效应和服务业集聚效应, 充分利用数字技术的空间溢出效应, 促进服务业转

型升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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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问题提出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 “加快发展数字经济, 促进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 打造具有国际竞争

力的数字产业集群。” 随着物联网、 云计算、 人工智能、 区块链和 5G 等一系列前沿技术的发展, 数字技

术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推动力, 促使实体经济进行数字化转型, 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 当前, 服务

业作为中国现代产业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现代服务业的聚集对整个产业体系发展具有广泛的辐射带动

作用, 对中国经济结构调整和产业升级具有战略意义。 然而, 中国服务业结构并未实现显著优化。 国家

统计局数据显示, 2005—2020 年, 中国生产性服务业占服务业增加值的比重从 36. 12%上升至 39. 69%,
仅增加了 3. 57%, 增长速度远远低于经济增速, 表明中国服务业转型升级动力不足的问题尤为突出。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 2035 年远景目标纲要》 指出, 要加快

推进产业转型升级, 并提出这一阶段的战略方向之一是实现服务业繁荣发展。 数字技术的广泛应用助

推服务业领域取得一系列新进展, 服务业转型升级作为中国国民经济发展的重点之一, 在优化产业结

构和推动经济增长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数字技术作为数字经济的物质技术基础, 通过释放数据要素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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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 为企业数字化转型提供支撑, 有利于提高服务业生产效率, 促进服务业结构转型升级, 重塑产业

形态和经济格局。 在新工业革命进程中, 国际产业分工体系更加深入细致, 服务业数字化转型有利于

打通国内外循环流通环节的需求、 痛点, 是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重要支撑。 因此, 研究数字技术赋能

服务业转型升级具有重要意义。
本文建立引入数字技术的多部门熊彼特内生增长模型, 研究数字技术影响服务业转型升级的效应及

其机制, 并进一步考察动态杜宾模型下数字技术的空间外溢效应。 本文的可能贡献主要表现在三方面:
首先, 在熊彼特内生增长理论基础上, 将服务业厂商研发活动和数字技术的空间外溢性结合, 构建数字

技术影响服务业转型升级的多部门研究框架, 分析其内在作用机制; 其次, 本文在既有理论基础上, 考

虑数字技术的技术扩散效应和服务业集聚效应, 强调数字技术通过增强这两种效应促进服务业转型升级

的作用机理; 最后, 构建动态空间杜宾模型, 探讨服务业转型升级的空间滞后、 时间滞后及时间与空间

双重滞后效应, 这一模型不仅考虑了数字技术影响服务业转型升级的即时效应, 还关注了其长期和跨区

域的影响, 进一步丰富了现有文献。

二、 文献回顾

近年来, 学术界关于服务业转型升级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影响因素分析上。 随着数字技术的广泛应用,
越来越多的学者聚焦于数字技术赋能服务业转型升级。 与本文研究主题相关的文献主要包括两方面。

一是关于服务业转型升级的研究。 中国服务业转型升级的目标是提高传统服务业现代化水平, 促进

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化和生活性服务业高端化, 进而实现服务业结构合理化[1] 。 服务业转型升级对于提高

全要素生产率[2] 、 跨越 “中等收入陷阱” [3] 、 推动产业价值链升级[4] 具有显著意义。 然而, 与发达国家

相比, 中国服务业转型升级存在突出问题, 如生产性服务业发展水平较低, 产生 “服务业结构升级滞后

之谜” [5] 。 针对服务业结构升级的影响因素, 国内外学者分别从制度性与非制度性两方面展开探讨。 制度

性因素的研究主要侧重于制度环境[6] 、 政府规模的非理性膨胀[7] 以及地方增长目标约束造成的资源错

配[8] 。 非制度性因素的研究聚焦于技术创新[9] 、 人力资本[10] 、 基础设施投资[11] 、 对外开放程度[12] 等对

服务业发展的影响。 另外, 从服务业结构升级指标来看, 服务业转型升级的实质是生产活动向价值链上

下游环节的延伸[13] 。 全社会生产率的增长体现在劳动力向生产性服务业和高端服务业部门流动[5] 。 随着

生产性服务部门从制造业内部独立出来, 越来越多的学者认为生产性服务业是提高生产效率、 构建高精

尖经济结构的有效支撑[14] 。
二是关于数字技术与服务业转型升级的研究。 数字技术的广泛应用赋予服务业新的发展契机。 数

字技术与经济社会中的各个领域融合发展, 将数据要素的潜在价值不断激发出来, 推动数字化转型从

而重塑产业形态和经济格局[15] 。 当前, 学术界从不同视角分析了数字技术对服务业发展的推动作用。
学者们认为, 服务业改革红利效应取决于互联网发展、 政府数字治理能力[16] 。 在新一轮技术变革的推

动下, 数据作为一种新的生产要素出现, 优化服务供需, 有助于服务业生产效率的提高, 赋能服务业

高质量发展[17] 。 将大数据分析引入企业创新、 生产、 管理等环节, 实现数字技术与非数字产品和服务

相结合, 可以赋予产品和服务新的特性[18] , 进而促进产业向价值链高端延伸。 数字技术通过整合包括

生产和组织方式在内的各种要素资源, 形成产业联动, 从而优化生产部门结构[19] 。 具体来看, 数字技

术创造了新的服务模式, 通过创新服务产品内部分布式分工[20] , 优化企业资源配置, 解决 “资源错配”
问题, 帮助服务业解决 “成本病” 问题[21] , 进而提高服务业全要素生产率。 随着数字经济的蓬勃发展,
数字技术已经成为服务业转型升级的重要力量, 为中国服务业全球价值链迈向中高端提供了机遇[22] 。

综观已有研究, 一是学术界已关注到数字技术的应用给生产率带来的影响, 但是将研究对象聚焦于

服务业的文献相对较少, 信息技术对传统产业的推动作用能否扩展到服务业企业, 作用机制如何, 仍需

继续考究。 二是学术界对数字技术赋能服务业转型升级的定量研究中, 较少分析数字技术的非均衡性及

其空间交互影响, 缺乏动态视角的深入研究。 因此, 本文将数字技术引入熊彼特内生增长理论模型,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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析数字技术对服务业转型升级的作用及空间溢出效应。

三、 理论模型

本文借鉴韩峰和阳立高 (2020) [23] 、 田秀娟和李睿 (2022) [15] 的多部门熊彼特内生增长模型构建方

法, 将数字技术因素考虑在内, 强调数字技术在服务业结构转型中的关键性作用, 将数字技术与服务业

厂商创新过程相结合, 构建数字技术影响服务业转型升级的分析框架。
假定经济中存在 K 个服务业行业, 每个服务业行业生产一种最终产品, 每个行业的要素市场和最终

产品市场都完全竞争。 生产最终产品所需的要素投入为劳动力和中间产品。 同时, 代表性厂商通常选择

拥有最新技术的中间产品, 技术创新会影响中间产品的 “更新换代”, 而技术创新能否成功与企业研发投

入和生产性、 高端服务业的集聚水平有关[23] 。 最终, 行业技术进步差异推动资源在服务业行业间发生转

移, 即服务业结构转型。
(一) 最终产品部门

本文借鉴田秀娟和李睿 (2022) [15] 的函数设定方法, 将服务业行业最终产品的生产函数设定为规模

报酬不变的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 假定各服务业行业最终产品由劳动和连续统为 1 的中间产品这两种

投入要素进行生产。 即:

Yikt = Lα
ikt∫1

0
Aα

ikt( j)x1-α
ikt j( ) dj (1)

其中, Y ikt 表示 i 地区服务业行业 k 生产的最终产品, 且 i = 1, 2, …, n 表示第 1 个 ~第 n 个地区,
k = 1, 2, …, K, 表示第 1 个到第 K 个服务业行业。 Aikt 表示中间产品 j 的技术水平; L ikt 表示用于服务业

行业 k 的劳动投入量, 且满足 ∑
K

k = 1
L ikt = L it ; x ikt( j) 表示服务业行业 k 生产最终产品的专业化中间产品 j

的投入量。
完全竞争市场环境下, 当劳动力价格 w ikt 和中间产品价格 P ikt( j) 不变时, 服务业行业将选择最优的要

素投入组合以实现利润最大化。 如果服务业行业最终产品价格为 P ikt , 则服务业行业最终产品部门的利润

可以表示为:

πikt = P iktLα
ikt∫1

0
Aα

ikt( j)x1-α
ikt ( j)dj - w iktLikt -∫1

0
P ikt( j)xikt( j)dj (2)

基于利润函数式 (2) 分别对劳动和中间产品求导可得:

w ikt = αP iktLα-1
ikt ∫1

0
Aα

ikt( j)x1-α
ikt ( j)dj (3)

P ikt( j) = (1 - α)P iktLα
iktAα

ikt( j)x
-α
ikt ( j) (4)

(二) 中间产品部门

假定各行业中间产品部门厂商均可自由进入市场, 服务业行业代表性厂商生产最终产品时通常选择

具有最新技术的中间产品, 那么拥有更新技术的中间产品生产厂商可获取垄断地位。 通常该厂商会通过

加大研发投入来不断创新中间产品, 进而扩大垄断利润。 假设研发投入与中间产品的生产是一一对应的,
那么服务业行业的中间产品部门的利润函数表示为:

πikt( j) = (1 - α)P iktLα
iktAα

ikt( j)x1-α
ikt ( j) - P iktxikt( j) (5)

对式 (5) 求导, 可得服务业中间产品部门的最优产量和垄断利润:

x∗
ikt( j) =(1 - α)

2
α LiktAikt( j) (6)

π∗
ikt( j) = α(1 - α)

2-α
α Aikt( j)LiktP ikt (7)

(三) 技术研发部门

数字技术在生产部门的研发应用是生成实际价值的重要因素[15] 。 如果研发活动取得成功, 将有助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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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进服务业行业的生产效率; 如果研发活动失败, 不仅无法改进生产效率, 还会产生沉没成本。 因此,
中间品厂商为了稳定垄断地位, 会不断增加研发投入, 而研发活动的成功与失败是不确定的。 假设服务

业行业中某类中间品厂商技术改进的概率为 μikt , 创新成功的概率与研发的最终产品投入量 R ikt( j) 有

关, 即:

μikt( j) = ϕikt

R ikt( j)
LiktA∗

ikt( j)
é

ë

ê
ê

ù

û

ú
ú

η

(8)

其中, ϕikt 表示研发成功概率对研发投入的弹性, A∗
ikt( j) 表示中间品厂商创新成功的生产率, η 表示弹

性系数, 其取值为 0 ~ 1。 为避免因人口规模扩张而导致的规模效应, 易信和刘凤良 (2015) 将劳动引入

研发函数[24] 。 随着技术的不断进步, 新的技术研发越来越难, 对研发的投入变得越来越多, 即研发投入

具有 “竭泽效应”。 本模型将改进的研发函数表示为:

R ikt( j) =
uikt( j)
ϕikt

é

ë
ê
ê

ù

û
ú
ú

1
η

LiktA∗
ikt( j) (9)

服务业厂商为实现利润最大化, 将选择最优的研发投入量。 当技术研发部门创新成功时, 可获得收

益 π∗
ikt( j) , 反之无法获得收益。 故服务业行业中间品厂商创新的利润函数为:

Πikt( j) = μikt( j)π∗
ikt( j) - P iktR ikt( j) (10)

将式 (7) 和式 (9) 结合, 并对式 (10) 求导, 可得最优创新概率为:

μ∗
ikt( j)
􀮨=(αη)

η
1-η(1 - α)

η(2-α)
α(1-η)ϕikt = Ωϕikt (11)

其中, (αη)
η

1-η(1 - α)
η(2-α)
α(1-η) = Ω 。 根据式 (11) 可知, 参数 α、 η 以及研发效率参数 ϕikt 会影响服务业

行业中间品厂商创新概率。 式 (11) 表明中间品 j 的具体类型不会影响服务业行业 k 的创新概率, 可将

μ∗
ikt( j)
􀮨简化为 μ∗

ikt
􀮨 。 对式 (11) 取对数, 可得:

lnμkt = lnΩ + lnϕkt (12)
根据韩峰和阳立高 (2020) [23] 的研究, 数字技术创新不仅与本地区的要素有关, 还受到其他地区技

术创新能力的影响。 某一地区服务业集聚具有外部效应, 因而各地区相互借鉴技术进步成果, 可产生空

间外溢效应。 基于此, 进一步将研发部门的效率参数扩展为:

ϕikt = κSPλ1
it DV

λ2
it ∏

N

j≠i
SPϑ1ωij

jt DVϑ2ωij
jt ϕδωij

jkt (13)

其中, κ 表示各地都存在的外生性技术进步; SP it 和 DVit 分别表示 i 地区服务业专业化和多样化集聚水

平; λ1 和 λ2 表示创新效率参数; SPϑ1ωij
jt 表示周边 j 地区服务业专业化集聚的地理加权平均; DVϑ2ωij

jt 表示周边

j地区服务业多样化集聚的地理加权平均; ϕϑωij
jkt 表示周边 j 地区服务业行业 k 研发效率的地区加权平均; ϑ1、

ϑ2 和 δ 分别表示以上指标的空间依赖性。
对式 (13) 取对数, 可得:

lnϕkt = lnκ + λ1 lnSP t + λ2 lnDVt + ϑ1WlnSP t + ϑ2WlnDVt + δWlnϕkt (14)
将式 (14) 代入式 (12), 可得:

lnμkt = lnΩ + lnκ + λ1 lnSP t + λ2 lnDVt + ϑ1WlnSP t + ϑ2WlnDVt + δWlnϕkt (15)
由此可知, 中间品厂商创新成功的概率与本地及周边地区服务业专业化集聚、 多样化集聚及服务业

行业 k 的研发效率有关。
(四) 服务业结构升级

将式 (6) 代入式 (1), 可得服务业行业 k 最终产品代表性厂商的最优产量:

Y∗
ikt =(1 - α)

2(1-α)
α LiktAikt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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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A ikt = ∫1

0
A ikt( j) dj, 表示服务业行业 k 的平均技术进步水平。 根据式 (11) 可知, 中间品的具

体类型不会影响服务业行业的创新概率, 因而本文用 μ ikt 来表示实现均衡时各类中间品厂商创新成功的

概率。
假设研发成功产生的数字技术改进程度为 γik , 则定义技术进步的函数形式为:

Aikt =
γikAikt -1, μikt

Aikt -1, 1 - μikt
{ (17)

服务业行业 k 的平均技术进步水平 Aikt 可表示为:
Aikt = γikAikt -1μikt + Aikt -1(1 - μikt) = Aikt -1[(γik - 1)μikt + 1] (18)

根据大数定律, 可得服务业行业 k 技术进步的增长率为:

Tikt =
Aikt - Aikt -1

Aikt -1

=
Aikt -1[(γik - 1)μikt + 1] - Aikt -1

Aikt -1

= (γik - 1)μikt (19)

技术进步是产业结构调整的动因, 各产业增长速度的差异来源于技术进步不一致。 服务业转型升级

意味着高端性、 先进服务业的增长率远高于其他服务业。 因此, 高技术服务业的产出 (或就业) 持续较

高速度增长的过程就是服务业转型升级。
若模型中的服务业行业 k 属于技术改进程度 (γk) 高的行业, 该行业与其他服务业行业 g 的产出 (或

就业) 比值为:

Yikt

Yigt

=
P igt

P ikt

×
ωk

ωg
( )

1
1-ρ

(20)

假设劳动要素处于完全竞争市场中, 则服务业各行业增加劳动投入所增加的产品的价值相等,
可得:

αP iktLα-1
ikt ∫1

0
Aα

ikt( j)x1-α
ikt ( j)dj = αP igtLα-1

igt ∫1

0
Aα

igt( j)x1-α
igt ( j)dj (21)

将式 (6) 代入式 (21) 中, 可得:
P ikt

P igt

=
Aigt

Aikt
(22)

由此可知, 行业间价格之比与技术进步的比值成反比。 结合式 (19) 和式 (20), 对式 (22) 两边

取对数并求导, 可得:

Yikt
·

Yikt

-
Yigt

·

Yigt

= 1
1 - ρ

Aikt
·

Aikt

-
Aigt

·

Aigt
( ) =

(Tikt - Tigt)
1 - ρ

= 1
1 - ρ

(γik - γig)μikt (23)

由此可知, 数字技术创新程度 ( γ ) 和创新概率 ( μ ) 均会影响服务业各细分行业间的产出增长率。
当 γik 高于 γig 时, 相对于 g 行业, 服务业 k 行业的产出在总产出中贡献的份额会变多, 实现服务业转型升

级。 因此本文提出研究假设 1。
H1: 数字技术的发展有助于促进服务业转型升级, 数字技术在服务业部门的应用转化程度越高, 越

有利于实现服务业转型升级。

对式 (23) 取对数, 同时令 Uit =Yikt
·

/ Yikt -Yigt
·

/ Yigt 、 v = ln[1 / (1 - ρ)] 、 r = γik - γig , 可得:
Ut = v + r + lnμkt (24)

将式 (15) 代入式 (24), 整理可得:
Ut = v + r + lnΩ + κ + λ1 lnSP t + λ2 lnDVt + ϑ1WlnSP t + ϑ2WlnDVt + δWlnϕkt (25)

由此可知, 服务业技术领先行业与其他行业增长率的差异 (服务业转型升级) 不仅与技术创新有关,
还与服务业集聚水平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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熊彼特内生增长理论指出, 引领经济社会结构变迁的基本来源在于技术创新。 外部研发的技术创

新成果可以通过企业间技术合作、 产品贸易和员工交流对企业的创新行为产生非市场化影响, 这种影

响就是技术扩散效应。 服务业转型升级的基础在于信息技术的应用, 随着信息技术在企业间的普及应

用, 各服务业厂商之间的竞争越发激烈, 从而倒逼企业加大研发与创新投入力度, 最终实现服务业转

型升级。 而企业创新活动一方面得益于自身的研发, 另一方面还依赖同行业中的技术扩散效应。 通过

技术示范、 员工培训、 技术转让、 合作研发等多种形式, 先进技术得以在更广泛的范围内传播和应用,
从而推动整个服务业的转型升级。 因此, 本文提出研究假设 2。

H2: 数字技术可以通过增强技术扩散效应推动服务业转型升级。
生产性服务业和高端服务业是知识密集度高的行业, 而大城市分布着更密集的知识产出群体和创新

活动, 与小城市相比, 大城市的经济活动中知识密集度的提升更快。 互联网技术的普及和发展带来更多

的 “线上互动+面对面交流”, 进而产生互补效应, 促使企业集聚, 进而提升服务业集聚水平。 服务业合

理有序集聚所形成的规模效应能够激发共享效应, 促进生产效率的提升, 从而推进服务业转型升级。 因

此, 本文提出研究假设 3。
H3: 数字技术可以通过增强服务业集聚效应推动服务业转型升级。
根据式 (25) 可知, 服务业转型升级还与周边地区服务业相关因素有关。 数字技术可以突破时空

限制与资源约束, 具有经济外部性特征, 使区域间产业发展相互渗透。 数字技术的发展衍生了以平台

经济为代表的新商业模式, 通过提升空间上不相邻的供需者的匹配效率, 使一些原本以面对面形式的

交流在线上进行, 产生替代效应, 使企业不需要在空间上接近也能获得部分知识溢出。 因此, 数字技

术不仅可以促进本地服务业转型升级, 还能带动周边地区服务业转型升级。 据此, 本文提出研究假

设 4。
H4: 数字技术不仅能提升本地区服务业转型升级, 还能带动周边地区服务业转型升级。 即本地区数

字技术发展可以对邻近地区产生正向空间溢出效应。

四、 模型估计与模型分析

(一) 模型设定

根据前文分析, 设定如式 (26) 的基本模型来检验数字技术对服务业转型升级的效应:
upgradeit = α0 + α1digit + X′itα2 + δ i + η t + ε it (26)

其中, upgradeit 表示 i 地区在 t 时期服务业结构升级指标; digit 表示 i 地区在 t 时期的数字技术指标; X it

表示控制变量向量; α0 为常数; α1 和 α2 分别表示数字技术和控制变量对服务业转型升级的影响; δ i 表示地

区固定效应; η t 表示时间固定效应; ε it 表示随机误差项。
基于理论模型分析, 数字技术会通过技术扩散效应和服务业的集聚效应两种渠道影响服务业转型升

级。 借鉴黄群慧等 (2019) [25] 的研究方法, 本文构建如下影响渠道模型:
Dit = α0 + α1digit + X′itα2 + δ i + η t + ε it (27)

upgradeit = α0 + α1digit + α2Dit + X′itα3 + δ i + η t + ε it (28)
其中, Dit 表示包含技术扩散和集聚效应在内的影响渠道。
(二) 变量选取

被解释变量。 本文参考袁航和夏杰长 (2022) [26] 的研究, 从生产性服务业和高端服务业升级水平两

方面来表示服务业转型升级, 即用生产性服务业就业人数占服务业就业总人数的比重来表示生产性服务

业升级水平, 用高端服务业就业人数占服务业就业总人数的比重来表示高端服务业升级水平。 为保证回

归分析时的数据平稳性, 对以上两个变量加 1 后取对数, 分别记为 sc 和 gd。 根据国家统计局发布的 《生

产性服务业统计分类 (2019)》, 本文将 “交通运输和邮政业” “信息传输、 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 “金融

业” “租赁和商业服务业” “科学研究、 技术服务业” 划分为生产性服务业。 考虑到高端服务业在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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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密集度及服务附加值等方面的特点, 借鉴余泳泽和潘妍 (2019) [5] 的思路, 将 “信息传输、 计算机

服务和软件业” “金融业” “租赁和商业服务业” “科学研究、 技术服务业” 划分为高端服务业。
解释变量。 学术界关于数字技术内涵的界定尚未有统一的结论, 认为数字技术是信息通信技术发展

的高级阶段, 其核心功能是实现对各类信息的识别、 转化、 存储、 传播和应用等功能, 涵盖数字信息化

发展、 互联化发展和应用化发展。 本文参考李帅娜 (2021) [27] , 从以上三个方面选取 10 个指标, 采用熵

权法计算数字技术水平, 具体指标情况如表 1 所示。 为保证回归分析中的数据平稳性, 对该变量加 1 取对

数, 记为 dig。

表 1　 数字技术水平评价指标体系

维度层 指标层 属性

信息化 移动电话基站密度 (移动电话基站数 / 常住人口) 正向

光缆密度 (光缆长度 / 常住人口) 正向

信息传输、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从业人员占城镇从业人员的比重 正向

人均电信业务总量 正向

互联化 移动电话普及率 正向

互联网宽带接入端口密度 正向

移动互联网用户占常住人口比重 正向

宽带互联网用户数占常住人口比重 正向

应用化 电子商务销售额 / 地区生产总值 正向

技术市场成交额 / 地区生产总值 正向

机制变量。 数字技术通过提高服务业集聚水平和技术扩散效应促进服务业转型升级。 本文借鉴韩峰

和阳立高 (2020) [23] 的研究成果, 采用技术市场成交合同金额的对数来表示技术扩散效应 ( tech), 技术

市场成交合同金额包括技术开发、 技术转让、 技术咨询、 服务合同交易产生的金融, 能够反映技术成果

的扩散程度; 采用服务业集聚水平取对数作为服务业集聚效应的代理变量, 记为 gather。 服务业集聚水平

采用区位熵来测度, 计算公式为: 区位熵 = si / s( ) / xi / x( ) , 其中, si 表示地区 i 服务业就业人数, s 表示全

国服务业就业人数, xi 表示地区 i 总就业人数, x 表示全国就业人数。
控制变量。 (1) 政府干预程度, 借鉴已有文献[28] 的做法, 本文采用各地区财政支出与财政收入的比

值来衡量政府干预程度, 该指标能够反映地方政府对经济活动的介入程度。 (2) 人力资本水平, 本文借

鉴已有文献[29] 的做法, 采用平均受教育年限来衡量人力资本水平, 计算方式为: (小学生在校生数×6+初
中在校生数×9+高中在校生数×12+大专及以上在校生数×16) ÷总人口数。 (3) 外贸依存度, 本文借鉴已

有文献[30] 的做法, 采用各地区进出口总额在地区生产总值中的占比来衡量外贸依存度。 (4) 人口密度,
本文借鉴已有文献[31] 的做法, 采用地区常住人口与行政区域面积的比值来衡量人口密度。 为保证回归分

析中的数据平稳性, 以上四个变量均加 1 取对数处理, 分别记为 gov、 hum、 fid 和 pop。
(三) 数据说明

本文的数据来自历年的 《中国城市统计年鉴》 和各省份统计年鉴, 个别缺失值采用插值法补齐。 由

于量化数字技术应用水平的数据 (电子商务交易额) 始于 2013 年, 本文选取的样本数据范围为 2013—
2022 年, 由于西藏、 港澳台地区部分指标难以获取, 因此共收集 286 个城市的数据。 各变量的描述性统

计分析结果见表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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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分析结果

变量 样本量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sc 2
 

860 0. 211
 

5 0. 064
 

6 0. 056
 

7 0. 453
 

9

gd 2
 

860 0. 160
 

3 0. 056
 

3 0. 023
 

7 0. 380
 

7

dig 2
 

860 0. 118
 

1 0. 063
 

7 0. 006
 

4 0. 472
 

6

gather 2
 

860 -0. 304
 

8 0. 399
 

9 -1. 930
 

2 1. 323
 

8

tech 2
 

860 7. 686
 

2 1. 637
 

0 1. 791
 

8 12. 539
 

6

gov 2
 

860 1. 305
 

7 0. 396
 

1 0. 500
 

1 2. 938
 

9

hum 2
 

860 2. 658
 

4 0. 054
 

8 2. 565
 

3 2. 831
 

1

fdi 2
 

860 0. 003
 

4 0. 003
 

3 0. 000
 

0 0. 026
 

3

pop 2
 

860 0. 044
 

8 0. 050
 

5 0. 000
 

5 0. 632
 

9

五、 实证检验与结果分析

(一) 基准回归结果

由表 3 可知, 无论被解释变量为生产性服务业升级水平还是高端服务业升级水平, 实证结果均表明数

字技术能够促进服务业转型升级, 从而验证了 H1。 具体来看, 从表 3 列 (1) 和列 (4) 可知, 当没有加

入控制变量时, 数字技术有助于提升生产性服务业和高端服务业升级水平, 且通过 1%的显著性检验。 由

表 3 列 (3) 和列 (6) 可知, 当加入控制变量, 且固定时间和地区效应后, 均通过显著性检验, 虽然回

归系数均变小了, 但拟合程度更优, 数字技术水平每提高 1 百分点, 生产性服务业升级水平提高 0. 111
 

2
百分点, 高端服务业升级水平则提高 0. 071

 

5 百分点, 且均通过 1%水平的显著性检验。 这一结果进一步

说明数字技术有助于提升生产性服务业升级水平和高端服务业升级水平, 再次显示数字技术能够有效促

进服务业转型升级。
就控制变量而言, 人力资本水平、 外贸依存度和人口密度对服务业转型升级的影响显著为正。 行政

干预程度对生产性服务业和高端服务业升级水平的影响系数均显著为负, 这一结果与朱东波和张相伟

(2023) [30] 的研究结论一致。 可能的原因在于, 部分地区实施的政府干预政策未能有效激励企业进行创

新, 当政府干预缺乏精准的市场导向和有效的激励约束机制时, 企业倾向于采取投资少且经济效益明显

的方式来满足政府的约束条件。 牟晓伟等 (2022) 指出, 政府的干预通常具有明确的指向性, 但往往以

号召为主, 缺乏有力的保障和监管手段, 导致企业在面对政府干预时, 缺乏足够的动力和压力以推动技

术创新和产业升级[32] 。

表 3　 基准回归结果

变量 (1) (2) (3) (4) (5) (6)

dig 0. 478
 

5∗∗∗ 0. 195
 

0∗∗∗ 0. 111
 

2∗∗∗ 0. 388
 

0∗∗∗ 0. 180
 

7∗∗∗ 0. 071
 

5∗∗∗

(0. 016
 

7) (0. 017
 

0) (0. 018
 

6) (0. 014
 

9) (0. 015
 

8) (0. 016
 

5)

gov -0. 039
 

9∗∗∗ -0. 056
 

6∗∗∗ -0. 019
 

4∗∗∗ -0. 041
 

9∗∗∗

(0. 002
 

8) (0. 003
 

3) (0. 002
 

6) (0. 003
 

2)

hum 0. 334
 

5∗∗∗ 0. 267
 

9∗∗∗ 0. 316
 

8∗∗∗ 0. 237
 

2∗∗∗

(0. 019
 

0) (0. 020
 

3) (0. 017
 

6) (0. 019
 

0)

04

首
都
经
济
贸
易
大
学
学
报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学报 (双月刊) 2025 年第 4 期

表3(续)

变量 (1) (2) (3) (4) (5) (6)

fdi 2. 081
 

3∗∗∗ 1. 304
 

9∗∗∗ 1. 873
 

7∗∗∗ 1. 064
 

9∗∗∗

(0. 292
 

7) (0. 365
 

4) (0. 271
 

9) (0. 379
 

9)

pop 0. 149
 

2∗∗∗ 0. 230
 

7∗∗∗ 0. 110
 

3∗∗∗ 0. 140
 

7∗∗∗

(0. 020
 

6) (0. 018
 

9) (0. 019
 

2) (0. 019
 

3)

常数项 0. 155
 

0∗∗∗ -0. 662
 

3∗∗∗ -0. 424
 

8∗∗∗ 0. 114
 

5∗∗∗ -0. 689
 

1∗∗∗ -0. 398
 

7∗∗∗

(0. 002
 

2) (0. 050
 

7) (0. 055
 

5) (0. 002
 

0) (0. 047
 

1) (0. 051
 

7)

地区固定 未控制 未控制 控制 未控制 未控制 控制

年份固定 未控制 未控制 控制 未控制 未控制 控制

R2 0. 222
 

6 0. 436
 

3 0. 582
 

5 0. 192
 

6 0. 359
 

8 0. 531
 

2

样本量 2
 

860 2
 

860 2
 

860 2
 

860 2
 

860 2
 

860

　 　 注:∗ 、∗∗ 、∗∗∗分别表示在 10%、 5%、 1%的水平下显著, 括号中的数值表示稳健标准误。 后表同。 列 (1) ~列 (3) 为生产性服务业升

级的回归结果, 列 (4) ~列 (6) 为高端服务业升级的回归结果。

(二) 内生性处理

1. 反向因果和时滞效应

考虑数字技术与服务业转型升级存在相互推动作用, 一方面服务业转型升级离不开数字技术的发展,
另一方面数字技术的发展也离不开服务业转型升级中技术水平的提升, 因此本文可能存在反向因果问题。
同时, 数字技术对服务业转型升级的影响可能存在时滞效应。 为减少反向因果和时滞效应, 本文采用滞

后一期的数字技术指标进行回归。 结果显示, 滞后一期的数字技术水平对生产性服务业和高端服务业升

级水平均产生促进作用①。
2. 工具变量

参考黄群慧等 (2019) [25] , 采用各地区 1984 年每百人拥有的固定电话数量与上一年互联网投资额的

交互项作为工具变量。 采用工具变量 (IV) 法缓解内生性问题。 检验结果表明, 第一阶段 KP-LM 检验的

P 值为 0. 000
 

2, 拒绝了工具变量识别不足的原假设; KP-F 统计量大于 16. 38, 表明不存在弱工具变量问

题。 同时, 第二阶段回归结果显示, 数字技术对生产性服务业和高端服务业具有正向影响, 且通过 1%水

平下的显著性检验, 与基准回归结果一致。
(三) 稳健性检验

为保证结果的可信性, 本文进行了如下检验。 第一, 借鉴毛艳华和李敬子 (2015) [33] 的做法, 从服务业

的产业升级和内部结构优化两个方面来表示服务业转型升级, 其中, 产业升级水平 (sj) 用服务业增加值与

服务业就业人数的比值加 1 取对数来衡量; 产业结构优化 (yh) 采用生产性和高端服务业的城镇单位就业人

数在就业总人数中的占比加 1 取对数来衡量。 结果显示, 替换被解释变量后, 数字技术仍然促进生产性服务

业和高端服务业升级水平的提升。 第二, 考虑数字技术是在互联网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运用互联网发展水

平替代数字技术作为解释变量, 采用互联网普及率与光缆线路长度的乘积来表示互联网发展水平。 结果显

示, 替换核心解释变量后, 数字技术仍促进服务业转型升级。 第三, 根据描述性统计结果可知, 数字技术的

最小值与最大值相差较大, 本文将数字技术小于 1%和大于 99%的值替换掉, 以消除极端值的影响。 结果显

示, 双边缩尾后, 数字技术仍然促进服务业转型升级。 第四, 改变样本维度, 将 4 个直辖市的数据剔除, 结

果显示, 数字技术仍促进服务业转型升级, 验证了结果的稳健性。

14

① 限于篇幅, 内生性处理和稳健性检验结果未列出, 结果备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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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机制分析

根据前文理论模型分析, 数字技术会通过技术扩散效应和服务业的集聚效应两种渠道影响服务业转

型升级, 本文基于式 (27) 和式 (28) 采用分步回归的方法进行机制分析。
1. 基于技术扩散效应的机制检验

采用式 (27) 和式 (28) 来评估数字技术能否通过扩大技术扩散来促进服务业转型升级, 估计结果

见表 4。 从技术扩散效应维度看, 数字技术的系数为 2. 433
 

1, 且在 1%的水平下显著, 表明数字技术可以

提高技术扩散效应。 一方面, 数字技术降低了信息传播的成本, 促使新技术和创新成果能够更快速地在

企业之间传播, 从而加速技术的传播; 另一方面, 数字技术提高了企业的学习效率, 使企业能够更快地

吸收和应用新技术。 进一步验证技术扩散对服务业转型升级的影响, 结果显示, 技术扩散对服务业转型

升级具有正向作用。 因此, 数字技术可以通过提升技术扩散效应, 进而促进服务业转型升级, H2 得到

验证。

表 4　 机制分析回归结果

变量
技术扩散效应 服务业集聚效应

tech cs gd gather cs gd

dig 2. 433
 

1∗∗∗ 0. 340
 

8∗∗∗ 0. 249
 

7∗∗∗ 0. 447
 

6∗∗∗ 0. 068
 

4∗∗∗ 0. 039
 

1∗∗∗

(0. 444
 

5) (0. 017
 

1) (0. 015
 

2) (0. 143
 

4) (0. 012
 

0) (0. 013
 

1)

tech 0. 001
 

9∗∗∗ 0. 001
 

7∗∗∗

(0. 000
 

7) (0. 000
 

6)

gather 0. 095
 

5∗∗∗ 0. 072
 

4∗∗∗

(0. 002
 

5) (0. 002
 

6)

常数项 14. 662
 

9∗∗∗ -0. 950
 

3∗∗∗ -0. 781
 

2∗∗∗ -4. 911
 

5∗∗∗ 0. 044
 

3 -0. 043
 

3

(1. 343
 

2) (0. 052
 

6) (0. 046
 

6) (0. 421
 

1) (0. 035
 

7) (0. 040
 

9)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R2 0. 268
 

3 0. 379
 

2 0. 357
 

6 0. 320
 

5 0. 820
 

3 0. 710
 

8

样本量 2
 

860 2
 

860 2
 

860 2
 

860 2
 

860 2
 

860

2. 基于服务业集聚效应的机制检验

为考察数字技术能否通过增强服务业集聚效应进而促进服务业转型升级, 本文以服务业集聚水平为

服务业集聚效应的代理变量进行回归分析。 表 4 结果显示, 数字技术对服务业集聚的影响系数为 0. 447
 

6,
且在 1%的水平下显著, 表明数字技术可以增强服务业集聚效应。 一方面, 数字技术提高了信息的透明

度, 促使服务业企业能够有效获取市场信息, 这种信息优势有助于增强服务业的集聚效应; 另一方面,
通过云计算、 人工智能和物联网等技术, 企业可以实现跨区域合作, 有助于促进服务业的集聚。 进一步

验证服务业集聚效应对服务业转型升级的影响, 结果显示, 服务业集聚水平对服务业转型升级具有促进

作用。 因此, 基于以上机制分析, 数字技术可以通过提升服务业集聚效应, 进而促进服务业转型升级,
H3 得到验证。

(五) 异质性分析

1. 基于数字创新要素的异质性分析

地区数字技术发展的核心是数字研发创新, 本文参考 《中国城市数字经济发展报告 (2021)》, 采用

地区每万人中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从业人员数来衡量地区数字创新要素水平。 同时根据指标中位数将样

本划分为高低两组, 回归结果见表 5。 回归结果显示, 无论是生产性服务业还是高端服务业升级水平,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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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处在高数字创新要素水平的地区而言, 数字技术的促进作用更大。 高数字创新要素水平地区通常拥有

更完善的数字基础设施、 人力资源和创新氛围, 为数字技术的应用和推广提供了更好的基础, 促使服务

业企业更高效地利用数字技术优化生产流程, 实现技术突破, 进而推动服务业转型升级。

表 5　 异质性分析回归结果: 数字创新要素

变量
sc gd

高数字创新要素水平 低数字创新要素水平 高数字创新要素水平 低数字创新要素水平

dig 0. 120
 

3∗∗∗ 0. 052
 

1∗∗ 0. 142
 

1∗∗∗ 0. 068
 

0∗∗∗

(0. 024
 

4) (0. 023
 

7) (0. 025
 

1) (0. 022
 

8)

常数项 -0. 521
 

2∗∗∗ -0. 114
 

4∗ 0. 291
 

5∗∗∗ 0. 130
 

2∗∗∗

(0. 085
 

3) (0. 067
 

8) (0. 010
 

8) (0. 007
 

6)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R2 0. 643
 

7 0. 440
 

5 0. 567
 

8 0. 393
 

8

样本量 1
 

431 1
 

429 1
 

431 1
 

429

系数组间差异检验 P 值 0. 006 0. 068

2. 基于数字基础设施的异质性分析

数字基础设施是支持服务业转型升级的关键设施, 本文采用地区移动电话用户数与年末人口数的比

重来衡量地区数字基础设施水平。 根据指标中位数将样本划分为高低两组, 回归结果见表 6。 回归结果显

示, 无论是生产性服务业还是高端服务业升级水平, 在高数字基础设施水平的区域, 数字技术促进服务

业转型升级, 而在低数字基础设施水平的区域, 数字技术的系数未通过显著性检验, 表明数字技术促进

服务业转型升级需要以良好的数字基础设施水平为前提。 高数字基础设施水平地区通常拥有完善的通信

网络和广泛的互联网覆盖, 使企业能够更高效地获取和处理市场信息, 为服务业企业提供丰富的创新资

源和合作机会, 加速数字技术的扩散效应, 从而促进服务业转型升级。

表 6　 异质性分析回归结果: 数字基础设施

变量
sc gd

高数字基础设施水平 低数字基础设施水平 高数字基础设施水平 低数字基础设施水平

dig 0. 123
 

8∗∗∗ 0. 010
 

5 0. 128
 

3∗∗∗ 0. 025
 

4

(0. 026
 

8) (0. 020
 

7) (0. 026
 

4) (0. 021
 

1)

常数项 -0. 424
 

9∗∗∗ -0. 331
 

0∗∗∗ 0. 281
 

9∗∗∗ 0. 148
 

8∗∗∗

(0. 077
 

9) (0. 070
 

5) (0. 012
 

0) (0. 006
 

6)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R2 0. 519
 

0 0. 482
 

5 0. 373
 

0 0. 384
 

0

样本量 1
 

430 1
 

430 1
 

430 1
 

430

系数组间差异检验 P 值 0. 023 0. 023

3. 基于金融发展水平的异质性分析

金融发展水平直接影响企业融资约束, 由于服务业行业的研发投入由银行贷款和股权融资构成, 使

创新活动的融资过程存在诸多障碍[23] , 从而影响服务业转型升级。 本文将地区金融发展水平用地区贷款

余额在地区生产总值中的占比来表示, 同时根据指标中位数将样本划分为高低两组, 回归结果见表 7。 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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归结果显示, 无论是生产性服务业还是高端服务业升级水平, 在高金融发展水平的区域, 数字技术促进

服务业转型升级的作用更明显。 高金融发展水平地区通常拥有完善的金融市场和丰富的金融资源, 服务

业企业能够更便捷地获取银行贷款和股权融资, 从而增加研发投入, 推动技术创新, 进而促进服务业转

型升级。 然而, 在低金融发展水平的区域, 数字技术的系数未通过显著性检验。

表 7　 异质性分析回归结果: 金融发展水平

变量
sc gd

高金融发展水平 低金融发展水平 高金融发展水平 低金融发展水平

dig 0. 138
 

0∗∗∗ 0. 040
 

4∗ 0. 084
 

1∗∗∗ 0. 024
 

5

(0. 024
 

6) (0. 023
 

7) (0. 023
 

9) (0. 020
 

5)

常数项 -0. 421
 

9∗∗∗ -0. 162
 

0∗∗ -0. 379
 

2∗∗∗ -0. 163
 

9∗∗

(0. 079
 

2) (0. 071
 

5) (0. 075
 

2) (0. 065
 

3)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R2 0. 643
 

2 0. 430
 

6 0. 566
 

5 0. 381
 

4

样本量 1
 

431 1
 

429 1
 

431 1
 

429

系数组间差异检验 P 值 0. 005 0. 020

六、 进一步研究

前文模型分析结果显示, 服务业转型升级并非地区独有的经济现象, 而是存在明显的空间依赖性

(研究假设 4), 因此在基准模型中引入空间交互项, 构造空间面板计量模型, 该模型具体形式如下:
upgradeit = α0 + α1digit + X′itα2 + β 0Wupgradejt + β 1Wdig jt + X′jt β 2 + δ i + η t + ε it (29)

其中, β 0 表示空间自相关系数; W 为空间权重矩阵; β 1 和 β 2 表示数字技术和其他控制变量的空间滞

后项。
贾敬全和殷李松 (2015) 认为, 各地区在资源、 经济和文化等方面的长期累积会产生路径依赖和马

太效应[34] 。 考虑服务业转型升级上一期的发展水平往往会影响其当期结果, 本文进一步将式 (29) 扩展

为包含动态效应的空间面板模型:
upgradeit = α0 + α1digit + X′itα2 + α3upgradeit -1 + β 0Wupgradejt +

β 1Wdig jt + X′jt β 2 + β 3Wupgradejt -1 + δ i + η t + ε it (30)
其中, α3 表示时间滞后效应的弹性系数, β 3 表示时空双重滞后效应的弹性系数。
(一) 空间自相关检验及模型选择

本文进行空间计量分析时采用地理距离矩阵、 地理和经济距离嵌套矩阵两种矩阵。 在本文的研究中,
服务业转型升级与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密切相关, 引入经济距离可以更好地拟合地区经济的发展状况, 提

高模型的拟合情况, 因此本文以地理和经济距离嵌套矩阵为准进行空间计量分析。 首先, 通过全局莫兰

指数 (Moran􀆳s
 

I) 探究数字技术与服务业转型升级的空间自相关性, 检验结果显示, 各年度数字技术、 生

产性服务业、 高端服务业升级水平的莫兰指数均大于 0, 且均通过显著性检验, 表明数字技术与服务业转

型升级均具有显著的空间集聚特征。 其次, 依次对式 (29) 进行豪斯曼 (Hausman) 检验、 似然比 (LR)
检验和沃尔德 (Wald) 检验, 统计结果均通过显著性检验, 最终选择空间杜宾模型 (SDM)。

(二) 空间计量估计结果

表 8 结果显示, 不论是在地理距离还是地理与经济距离权重下, 空间权重矩阵与数字技术的交互项系

数均显著为正, 说明数字技术存在空间上的外生交互效应; 同时, 空间滞后项 rho 也显著为正, 表明在空

间上服务业转型升级具有内生交互效应。 这一结果说明数字技术不仅能提升本地区服务业转型升级, 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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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带动周边地区服务业转型升级, 即数字技术存在一定的空间辐射效应, 这一结果验证了 H4。
拟合优度分析显示, 相比于地理距离矩阵, 地理和经济距离嵌套矩阵下的估计值更好, 表明本文选

择地理和经济距离嵌套矩阵进行空间计量分析的合理性。 因此, 本文着重研究地理和经济嵌套矩阵下动

态 SDM 的估计结果。 表 8 估计结果显示, 不论是生产性服务业还是高端服务业升级水平, 滞后一期的服

务业转型升级的系数均为正, 且都通过 1%水平的显著性检验, 表明上一期服务业结构调整对当期服务业

结构具有促进作用, 服务业结构升级在时间上具有惯性效应。 另外, 生产性服务业和高端服务业的空间

滞后项参数分别为 13. 103
 

1、 11. 835
 

6, 且均在 1%的水平下显著。 这一结果意味着服务业转型升级既在

时间上具有惯性效应, 又在空间上存在扩散效应, 表明本地区服务业转型升级的做法对邻近地区具有示

范效应。

表 8　 空间计量估计结果

变量
地理距离矩阵 地理和经济距离嵌套矩阵 动态 SDM

sc gd sc gd sc gd

dig 0. 214
 

9∗∗∗ 0. 143
 

3∗∗∗ 0. 017
 

1 0. 160
 

5∗∗∗ 0. 034
 

6∗∗∗ 0. 069
 

9∗∗∗

(0. 018
 

7) (0. 017
 

2) (0. 016
 

5) (0. 017
 

3) (0. 011
 

7) (0. 010
 

9)

rho 0. 481
 

7∗∗∗ 0. 470
 

5∗∗∗ 0. 339
 

1∗∗∗ 0. 300
 

0∗∗∗ 2. 390
 

4∗∗∗ 6. 482
 

8∗∗∗

(0. 106
 

2) (0. 108
 

6) (0. 114
 

6) (0. 115
 

4) (0. 100
 

0) (0. 097
 

7)

Wxdig 0. 331
 

7∗∗ 0. 606
 

4∗∗∗ 0. 058
 

4∗ 0. 311
 

2∗∗ -1. 429
 

4∗∗∗ -1. 462
 

7∗∗∗

(0. 150
 

8) (0. 138
 

4) (0. 032
 

8) (0. 127
 

3) (0. 029
 

4) (0. 026
 

5)

L. sc 1. 377
 

3∗∗∗

(0. 014
 

5)

L. gd 1. 899
 

5∗∗∗

(0. 013
 

6)

L. Wsc 13. 103
 

1∗∗∗

(0. 156
 

8)

L. Wgd 11. 835
 

6∗∗∗

(0. 120
 

8)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σ2 0. 002
 

1∗∗∗ 0. 001
 

8∗∗∗ 0. 000
 

8∗∗∗ 0. 001
 

9∗∗∗ 0. 000
 

3∗∗∗ 0. 000
 

3∗∗∗

R2 0. 223
 

4 0. 244
 

3 0. 367
 

0 0. 376
 

6 0. 892
 

4 0. 801
 

1

样本量 2
 

860 2
 

860 2
 

860 2
 

860 2
 

860 2
 

860

当全局空间效应被纳入模型设定时, 得出的点估计结果表示的并不是解释变量的边际影响[35] , 因此

还需要进一步探讨解释变量的直接效应和间接效应来精准反映其作用效果差异。 为此, 本文根据地理和

经济距离嵌套矩阵, 进一步测算数字技术对服务业转型升级的直接效应和间接效应, 估计结果见表 9。 结

果显示, 数字技术对生产性服务业的间接效应在 5%的水平下显著为正, 而直接效应未通过显著性检验,
表明本地的数字技术发展对本地生产性服务业升级没有显著影响, 但对邻近地区的生产性服务业升级有

显著的正向影响。 同时, 数字技术对高端服务业升级水平的直接效应和间接效应均显著为正, 且通过 1%
的显著性水平检验, 表明数字技术不仅对本地区高端服务业升级具有促进作用, 数字技术产生的空间外

溢效应也有利于邻近地区高端服务业发展。 另外, 数字技术对生产性服务业和高端服务业的间接效应占

总效应的比重分别为 85. 22%、 76. 35%, 进一步说明数字技术水平提升产生的空间溢出效应对各地区服务

业转型升级具有重要作用, 再次验证 H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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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9　 基于空间杜宾模型的直接效应和间接效应估计结果

变量
lnsc lngd

直接效应 间接效应 总效应 直接效应 间接效应 总效应

lndig 0. 017
 

9 0. 096
 

3∗∗ 0. 114
 

2∗∗ 0. 162
 

3∗∗∗ 0. 523
 

0∗∗∗ 0. 685
 

3∗∗∗

(0. 016
 

9) (0. 046
 

6) (0. 045
 

3) (0. 017
 

7) (0. 188
 

1) (0. 186
 

6)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σ2 0. 000
 

8∗∗∗ 0. 001
 

9∗∗∗

R2 0. 367
 

0 0. 376
 

6

样本量 2
 

860 2
 

860

七、 结论与启示

在现阶段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加快现代服务业的发展已经是重要内容, 本文基于技术创新的

“创造性毁灭” 机制, 建立多部门熊彼特内生增长理论模型, 有助于构筑连接数字技术与服务业转型升级

的桥梁。 本文采用 2013—2022 年中国 286 个城市的面板数据, 实证检验数字技术影响服务业转型升级的

效应及机制, 得到如下结论: 第一, 数字技术对服务业转型升级具有正向影响, 经过内生性检验及稳健

性检验后, 结论依然成立。 第二, 机制分析发现, 数字技术将通过技术扩散和服务业集聚效应进而促进

服务业转型升级。 第三, 异质性分析发现, 对于处在高数字创新要素、 高基础设施以及高金融发展水平

的地区而言, 数字技术对服务业转型升级的促进作用更明显。 第四, 从空间视角分析发现, 数字技术对

服务业转型升级既具有直接促进作用, 也会对邻近地区产生正向空间溢出效应, 且空间溢出效应是数字

技术产生促进作用的主要来源; 进一步通过动态 SDM 分析发现, 服务业转型升级具有时空上的惯性效应

和扩散效应, 意味着本地区在推行促进服务业转型升级的做法时可借鉴邻近地区的经验。
本文的研究发现为优化中国数字技术赋能服务业转型升级的路径提供了以下几点启示。
第一, 加快数字技术发展, 挖掘其对服务业转型升级的推动作用。 数字技术对服务业转型升级具有

促进作用, 因此需要加强数字技术研发, 持续推进数字经济发展。 应进一步加大数字技术的研发投入,
提高数字技术标准化水平, 加快数字技术与金融服务的融合, 推动服务业数字化转型。

第二, 构建更加适宜的外部环境, 加大数字技术对服务业转型升级的促进作用。 数字技术对服务业

转型升级的影响依赖于数字技术的创新研发、 基础设施的建设和金融服务范围。 需要加大对移动通信网

络技术研发的支持力度, 加快建设包括 5G 网络在内的数字基础设施, 扩大互联网服务范围, 利用大数据

与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完善金融机构的信贷评级机制, 为服务业转型升级提供良好的环境, 有效发挥数

字技术对服务业转型升级的促进作用。
第三, 强化数字技术的技术扩散效应和服务业集聚效应。 服务业集聚和技术扩散是服务业转型升级

的强劲推动力。 一方面, 引导生产性服务业和高端服务业集群发展, 在积极促进实体经济发展的同时,
各地区还应当注重服务业集聚发展, 有意识地推动服务业数字化和智能化改造。 另一方面, 加强大数据

资源的共建共享, 加强面向服务业应用的相关平台建设, 促进数字经济平台健康发展, 打破服务业产业

内外的信息界限, 创新服务业新业态和新模式, 推动服务业转型升级。
第四, 充分利用数字技术的空间溢出效应, 促进服务业的区域协同发展。 建立区域合作机制, 在数

字基础设施和创新政策方面进行统筹规划, 共享技术、 资金和人才方面的资源。 另外, 应全面兼顾周边

地区的产业结构变动, 本地区在制定服务业结构调整政策时可以通过模仿邻近地区服务业结构升级的经

验, 充分发挥其示范作用, 促进自身服务业转型升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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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w
 

Does
 

Digital
 

Technology
 

Enable
 

the
 

Transformation
 

and
 

Upgrading
 

of
 

the
 

Service
 

Industry?
—Based

 

on
 

Technology
 

Diffusion
 

and
 

Service
 

Industry
 

Agglomeration
ZHANG

 

Yaping,
 

LIU
 

Jun
(Shanxi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Taiyuan
 

030006)

Abstract:
 

As
 

one
 

of
 

the
 

focuses
 

of
 

China􀆳s
 

national
 

economy,
 

the
 

transformation
 

and
 

upgrading
 

of
 

the
 

service
 

industry
 

plays
 

an
 

increasingly
 

important
 

role
 

in
 

optimizing
 

the
 

industrial
 

structure
 

and
 

promoting
 

economic
 

growth.
 

This
 

paper
 

takes
 

286
 

prefecture-level
 

cities
 

from
 

2013
 

to
 

2022
 

as
 

research
 

samples.
 

Based
 

on
 

the
 

“creative
 

destruc-
tion”

 

mechanism,
 

this
 

paper
 

constructs
 

a
 

multi-sector
 

Schumpeter
 

endogenous
 

growth
 

model
 

incorporating
 

digital
 

technology
 

to
 

analyze
 

the
 

effects
 

and
 

mechanisms
 

of
 

digital
 

technology
 

on
 

the
 

transformation
 

and
 

upgrading
 

of
 

the
 

service
 

industry.
 

This
 

paper
 

finds
 

that
 

digital
 

technology
 

significantly
 

promotes
 

the
 

transformation
 

and
 

upgrading
 

of
 

the
 

service
 

industry
 

by
 

enhancing
 

the
 

technology
 

diffusion
 

effect
 

and
 

the
 

agglomeration
 

effect
 

of
 

the
 

service
 

industry.
 

Heterogeneity
 

analysis
 

shows
 

that
 

in
 

regions
 

with
 

high
 

digital
 

innovation
 

factors,
 

high
 

infrastructure,
 

and
 

high
 

finan-
cial

 

development
 

levels,
 

the
 

promoting
 

effect
 

of
 

digital
 

technology
 

is
 

more
 

significant.
 

Further,
 

using
 

the
 

dynamic
 

spatial
 

Durbin
 

model,
 

this
 

paper
 

finds
 

that
 

both
 

digital
 

technology
 

and
 

the
 

transformation
 

and
 

upgrading
 

of
 

the
 

serv-
ice

 

industry
 

have
 

significant
 

spatial
 

agglomeration
 

characteristics,
 

and
 

digital
 

technology
 

has
 

a
 

spatial
 

spillover
 

effect
 

on
 

neighboring
 

regions.
The

 

contributions
 

of
 

this
 

paper
 

are
 

as
 

follows.
 

Firstly,
 

based
 

on
 

Schumpeter􀆳s
 

endogenous
 

growth
 

theory,
 

this
 

paper
 

constructs
 

a
 

multi-sector
 

analysis
 

framework
 

including
 

the
 

spatial
 

spillover
 

effect
 

of
 

digital
 

technology,
 

revea-
ling

 

the
 

intrinsic
 

mechanism
 

of
 

digital
 

technology
 

driving
 

the
 

upgrading
 

of
 

the
 

service
 

industry
 

and
 

providing
 

a
 

new
 

theoretical
 

perspective
 

for
 

understanding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two.
 

Secondly,
 

by
 

introducing
 

the
 

dual
 

effects
 

of
 

technology
 

diffusion
 

and
 

service
 

industry
 

agglomeration,
 

this
 

paper
 

clarifies
 

the
 

transmission
 

path
 

of
 

digital
 

tech-
nology

 

promoting
 

the
 

upgrading
 

of
 

the
 

service
 

industry.
 

Finally,
 

the
 

dynamic
 

spatial
 

Durbin
 

model
 

is
 

employed
 

to
 

systematically
 

investigate
 

the
 

spatio-temporal
 

lag
 

effects
 

of
 

the
 

transformation
 

and
 

upgrading
 

of
 

the
 

service
 

industry,
 

expanding
 

the
 

analytical
 

dimensions.
In

 

the
 

context
 

of
 

the
 

deep
 

integration
 

of
 

the
 

digital
 

economy
 

and
 

the
 

real
 

economy,
 

the
 

role
 

of
 

digital
 

technolo-
gy

 

in
 

promoting
 

the
 

transformation
 

and
 

upgrading
 

of
 

the
 

service
 

industry
 

has
 

become
 

increasingly
 

crucial.
 

The
 

policy
 

implications
 

of
 

this
 

paper
 

are
 

as
 

follows:
 

While
 

various
 

regions
 

accelerate
 

the
 

development
 

of
 

digital
 

technology
 

and
 

create
 

a
 

more
 

favorable
 

external
 

environment,
 

they
 

should
 

focus
 

on
 

strengthening
 

the
 

technology
 

diffusion
 

effect
 

of
 

digital
 

technology
 

and
 

the
 

clustering
 

effect
 

of
 

the
 

service
 

industry,
 

fully
 

utilize
 

the
 

spatial
 

spillover
 

effect
 

of
 

digital
 

technology,
 

and
 

promote
 

the
 

transformation
 

and
 

upgrading
 

of
 

the
 

service
 

industry.
 

This
 

not
 

only
 

helps
 

enhance
 

the
 

overall
 

competitiveness
 

of
 

the
 

service
 

industry
 

but
 

also
 

reshapes
 

the
 

industrial
 

form
 

and
 

economic
 

pattern,
 

and
 

pro-
motes

 

high-quality
 

economic
 

development.
Keywords:

 

digital
 

technology;
 

transformation
 

and
 

upgrading
 

of
 

the
 

service
 

industry;
 

technology
 

diffusion;
 

service
 

industry
 

agglome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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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gglome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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